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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村民的行为对古村落保护及景观变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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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的发生机理及不同行动者在此过程中的行为逻辑，对浙江省永嘉县境内的楠
溪江古村落群进行了案例研究。从本土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指出: 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情理社会，国家正式权
力镶嵌于乡土文化之中，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政府与村民的互动推动了古村落景观的变迁。借用“国家-社
会”二元框架，将变迁中的行动者分为县( 市) 政府，乡镇政府，有关系村民和无关系村民四类，指出不同的行动
者具有各不相同又彼此联系的行为逻辑，为常态下的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提供了一种行动者类型框架和一种理
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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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保护是地理学、建筑学、民俗学等多门
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国外的建筑遗产和聚落遗
产保护研究多集中于保护技术的探讨［1 ～ 6］，也有学
者从管理机制角度分析历史城镇保护政策的诸般
利弊［7 ～ 10］。村落保护政策方面的研究较少，仅有
的少量研究指出，如果不符合农村居民的经济理性
和实用理性，传统农业住宅的保护政策将难见成
效［11］。与国外不同，国内关于中国古村落保护的
研究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果，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
对话。他们就物质规划与保护( 例如建新村及其
限制［12 ～ 14］、土地整理［15］、旅游规划［16］等) 的作用
和局限、古民居产权清晰化的重要性及其限
度［17 ～ 19］进行了讨论，或认为另辟新村是保护乡土
聚落的最佳的甚至唯一的方案［12］，或强调挖掘空
关老宅的潜力是解决人地关系矛盾桎梏的基
础［15］，或论证“产权清晰”是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条
件［17，18］，或指出对于一个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从而
有较强合作能力的社会，忽视甚至剥夺村民主体利
益的外部介入性的清晰产权安排不仅不一定起作
用，反而可能适得其反［19］。还有学者则转换视角，
指出古村落保护应注重“人”的因素［20］及村民保护
态度的培养［21，22］; 另有研究则从各种政策之间的

矛盾［23］和立法的角度分析古村落保护。一般学者
都赞同开发旅游是古村落保护必不可少的途径，但
要注意旅游开发的形式［14，24］。

上述成果对于古村落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现有研究却忽视了古村落景
观的动态变迁过程及人的行为在其中的作用。从
发生学的角度理解古村落景观变迁的过程，从类型
学的角度划分主要行动者，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各类
行动者的行为逻辑，这在实践上将有助于古村落保
护政策的制定，在理论上将有助于理解古村落景观
变迁的人地互动机制。本研究将从发生学和类型
学的角度关注如下三个基本问题: ① 古村落的景
观变迁是如何发生的? ② 参与景观变迁的行动者
可以分为哪几种类型? ③ 这些行动者的行为逻辑
是怎样的?

1 研究方法及研究区域
文章采取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以叙事访谈、

非参与观察及获取文件档案证据等手段收集资料。
首次田野调查于 2008 年 1 月 5 日至 22 日在浙江
省永嘉县境内的楠溪江古村落群进行，调查为期
18 天，访谈62 人次，整理得 13万字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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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至 11 月，笔者再次对江浙两地的
古村镇展开为期 3 个月的田野调查 ( 其中楠溪江
调研 23 天) ，正式访谈 200 余人次。在广泛调查的
基础上，笔者最终选取楠溪江古村落群的典型代表
芙蓉村作为本文的研究案例，根据访谈和其他文献
资料整理出芙蓉村建筑景观变迁史，在此基础上归
纳出行动者类型及其行为逻辑。

中国大多数古村落都难以复制西递、宏村等世
界文化遗产级古村落的发展模式，因此，常态中研
究古村落景观变迁的一般问题更为重要。楠溪江
古村落代表了中国古村落的一般状态，以其为研究
对象更有普遍意义。

2 芙蓉村建筑景观变迁
现代砖混结构建筑因其容易建造、可建多层、

建材容易购置、建筑更牢固、居住更舒服等优势，对
传统乡土建筑的保存产生了极大冲击。这是中国
古村落景观变迁的一个基本动因。在此背景下，古
村落居民通常倾向于选择砖混建筑。为了保护古
村落，政府不得不限制村民建新宅。于是，政府与
村民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古村落景观变迁便在这
种张力中发生。

芙蓉村的建筑景观变迁典型体现了这一点。
当前，芙蓉村存在五种类型的建筑:① 保存较为完
好的明清乡土建筑，如司马第大屋、陈氏大宗祠、芙
蓉书院等;② 1980 年代后期至 1996 年间建的 2 ～
3 层砖混结构建筑; ③ 1996 年之后村民未经政府
批准自行建设、建成后应政府要求改造外立面的砖
混结构建筑;④ 村民未经政府批准自行搭建的各
种单层、低矮而凌乱的建筑;⑤ 村民未经政府批准
自行建设、被政府部分拆毁的未建成住宅。

建筑景观混杂的情况始于 1980 年代后期。当
时，永嘉县开始古村落保护，但对古村新宅的管制
并不严格。而当时有能力建新宅的村民多为村中
“能人”，可以轻易建起砖房。至 1990 年代中期，
村中建成了若干新砖房。与此同时，其他村民对新
住宅的需求也逐渐增强。

1996 年，楠溪江沿线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发展
规划完成，永嘉县加大古村保护力度，加强古村新
宅建设管制。随后几年，村民多处于观望状态，但
由于居住空间过分狭小 ( 有些村民一户人家十几
人同住一座房) 、旧房毁损、男性年轻村民结婚分
家等原因，村民对新宅的需求在观望中渐增。

尽管政府并非完全禁止古村落兴建新宅，但新
宅建设手续繁琐，村民需先行申请，然后政府协助
村民进行选址和建筑设计，任何环节稍有问题，建
宅手续可能就难以审批通过。尤其是芙蓉村这样
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宅手续的办理更是难
上加难。因而在现实中，1996 年之后，芙蓉村就再
没批过一座新宅。

于是，村民开始私下建宅。首先是部分村民通
过“关系”兴建新宅，政府对此没有过多追究，但新
宅不发予土地证和房产证。由于有“关系”村民的
示范效应，无“关系”村民也跟着建宅。对于这些
无“关系”村民，镇政府通常不愿强制拆除其新宅。
但县政府不同，当事态严重时，县相关部门就会采
取捣房行动( 即强制拆毁违法违章建筑的局部，但
这种拆除通常是不彻底的，拆过之后，村民能够继
续修建其房屋) 。在芙蓉村，2006 年、2008 年都曾
有过大规模捣房行动。

村民一旦遭遇捣房，马上通过上访、破坏旅游
设施等危及“稳定”的手段迫使政府让步。为了避
免引起不稳定情况发生，同时鉴于相关规定，县政
府也无法全部强拆违法新宅。

对于违法新宅，由于无法全部强拆，政府曾试
图通过新宅改造来改善古村落的景观，但这些改造
在乡土社会中难以贯彻，改造很难达到理想效果。
政府于 2002 年和 2006 年曾试图对芙蓉村新宅进
行改造，但都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除了大刀阔斧的修建与改动之外，更多的是村
民对住宅日常的小修小改，增建厨房、卫生间、杂物
间或局部修补老建筑等，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古
村的面貌。

3 理论分析
3． 1 分析框架

上述景观变迁现象需要放到“人地互动”的背
景中进行分析，其关键是分析参与景观变迁的行动
者的类型及其行为逻辑。

对此存在两种不同的分析路线:一是以西方的
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或资源动员理论为分
析框架进行解读，二是以本土社会学关于“人情”、
“面子”和“关系”的理论化成果为指导进行探讨。

有学者倾向于将“人情”和“面子”作为一种关
系资源附加在西方的相关理论框架内来探讨它的
交换方式，但另有学者则认为，这种附加方式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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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因为中国人运作“关系”的策略和思路与西
方社会理论中的原理有诸多不同，需要加以区分和
讨论［25］。本研究接受后一种观点，认为“人情”、
“面子”等本土概念更符合中国乡村的实际，更具
解释力。因此，本文在金耀基等学者关于“天理”、
“人情”、“面子”、“关系”等理论研究基础上展开
芙蓉村的建筑景观变迁分析［25 ～ 29］。
3． 2 理论分析
3． 2． 1 情理社会中的“天理”诉求
“受苦者”对“天理”的诉求是芙蓉村民进行抗

争的道德根基。所谓天理，就是天的运作规则，就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居者有其屋”、“安居乐业”是
乡土社会的“天理”，在没有居住空间的情况下，建
新宅当然合乎“天理”，而政府的捣房行为当然极
不合“天理”。基于这种思想，村民认为自己是“受
苦者”，而一群“受苦者”对新宅的追求在道德上是
无可谴责的。这样，村民在“天理”上就立于不败
之地。
3． 2． 2 有“关系”村民的建宅行为
“天理”为村民建宅提供了道德支撑，但要想

建起新宅，还需要“人情”的支持。在保护初期，有
“关系”村民便是通过与有权人的“人情”交换实现
建宅愿望。

与有权人的“人情”交换可以带来权力的假
借。权力的假借不是指权力的移交或传递，也不是
指授予他人行使该权力，而是指因为有“人情”交
往的存在，便如同相关者 ( 即自身没有权力，但与
有权人存在“人情”关系的人) 拥有了与有权人几
乎相同的权力，让人们在想象的空间和关联逻辑思
维中认为，相关者的意愿就是有权人的意愿，或反
过来说，得罪了相关者就等于得罪了有权者［25］。
在乡土社会中，总会有某些普通村民与某些有权人
存在“人情”关系，而行政人员对权力的敬畏之心
则是情理社会的一种常态，因而在古村落中，那些
与有权人存在“人情”关系的普通村民便能通过权
力的位移实现兴建新宅的愿望。

当然，不能说情理社会中人人如此，但是上述
分析符合情理社会的一般逻辑。
3． 2． 3 政府的捣房逻辑
“人情”逻辑可以解释有“关系”的村民为何能

够将新宅建起来，但却无法给出没“关系”的村民
也能建起新宅的原因。要解释后者，就需要诉诸乡
( 镇) 、县( 市) 两级政府捣房的行政逻辑及无“关

系”村民的行为逻辑。
( 1) 乡镇政府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行政逻辑

下通常不采用强制性权力
在乡村社会，国家正式权力镶嵌于乡土文化之

中，正式权力的行使需要考虑很多非正式因素。很
多乡镇干部由于长期与村民打交道，因而熟谙乡土
生活，熟谙乡村中的人情和规则［30］，他们深知，必
须使权力的行使过程合乎日常生活中的情理，而权
力的行使是否符合有关权力的正式规定反而是其
次［30］。因此，在芙蓉村，乡镇政府知道，对于村民
建房，如果压制得太严，或者过多使用强制性权力，
可能会造成不可控的局面。而“稳定压倒一切”是
当前中国乡村治理中最重要的行政逻辑［31］，所以，
如果上级政府没有非常强硬的命令，而古村落保护
和乡镇干部的政绩又没有非常大的关系，乡镇政府
并不愿使用强制性权力限制村民建新宅。

( 2) 县政府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行政逻辑下
无法全部强拆违法新宅

拆除违法建筑通常是县里相关部门的任务。
县级部门不像乡镇政府那样和农村有着直接的联
系，其执法行为不同于乡镇，是使用强制性权力来
拆除违法建筑。并不是因为县级部门不考虑行使
强制性权力是否合情合理，而是拆违不可避免地需
要强制性权力。拆违是政府的程序性工作，也是一
种意在示范、威慑的权力技术。在芙蓉村出现了多
次县里组织拆违队到村“捣房”的事件。使用强制
拆违的行政手段会招致村民的闹事、上访等反抗。
鉴于永嘉县古村落众多，村民普遍存在违法建新宅
的行为，在“稳定压倒一切”这一行政逻辑的指导
下，为防出现局面失控的情况，在捣完新宅之后，政
府一般也就默许新宅建完。
3． 2． 4 无“关系”村民的建宅行为

从当前的情况看，政府的上述行政方式已被村
民掌握。一旦掌握了这种规律，无“关系”村民也
相应地制定了对策———不申请便自行建房，任政府
“捣”，“捣”完之后马上“闹”，即通过上访、破坏旅
游设施等危及“稳定”的手段迫使政府让步，闹完
之后继续建，直到建成为止。由此，村民一定程度
上占据了主动地位，只不过这种对策是以经济损失
为代价的。
3． 3 行动者类型及其行为逻辑对古村落保护和景
观变迁的影响

在中国乡土社会的情境中，古村落景观变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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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四类行动者，即县( 市) 政府、乡镇政府、有“关
系”村民和无“关系”村民，不同的行动者具有各不
相同又彼此联系的行为逻辑，这些行为逻辑对古村
落保护和景观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村民 ( 包括有“关系”村民和无“关系”村
民) 而言，“居者有其屋”是“天理”，但由于古村落
保护，村民建新宅被贴上“破坏者”的标签。村民
自身对此并不接受，反而认为自己是“受苦者”，这
样，在“理”上，村民就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的乡土
社会是一个情理社会，是一个讲究“人情”、“面子”
和“关系”的社会，与有权人的人情交换可以带来
权力的位移。在这种情境中，有“关系”的村民为
建新宅而动用“人情”和“关系”，通过权力的位移
率先建起新宅而免遭拆除。无“关系”的村民开始
试探性地违法建新宅。对此，由于中国乡村中国家
正式权力镶嵌于乡土文化之内，乡镇政府不愿采用
强制性权力限制村民建宅，而县( 市) 政府出于“稳
定压倒一切”的行政逻辑，也无法全部强拆违法新
宅。政府这样的行为方式被村民掌握之后，村民纷
纷建起新宅，由此造成了古村落景观变迁，使得古
村落保护政策逐渐失效。

4 结论与讨论
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及保护必须置于当前中

国的乡村情境才能充分理解。文章以楠溪江古村
落的典型代表芙蓉村为例，通过“天理”、“人情”、
“面子”、“关系”等本土概念的运用，从发生学和类
型学的角度分析了芙蓉村的景观变迁，通过对
“人”的分析实现了对“地”( 及“地”的变化) 的理
解，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常态下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
中的四种行动者: 县 ( 市) 政府、乡镇政府、有关系
村民和无关系村民，并归纳出各自的行为逻辑。

这种行动者类型划分的基础是中国乡村研究
通常采用的“国家—社会”二元框架。这一框架常
常具体化为“政府—村民”关系，而本研究则结合
本土理论对“政府”和“村民”进行了进一步细分，
划出四类行动者。这种四分法正好可以理解常态
下的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不至于因为“政府—村
民”的简单划分而无法完整理解情境，也不因类型
的过分庞杂、琐碎而失去意义。由此，文章为常态
下的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提供了一种行动者类型
框架和一种理解方式，可为古村落保护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提供参考。

文章一再强调“常态”二字，在行动者类型框
架中也不涉及游客、学者、媒体等相关行动者，这是
因为中国大多数古村落的旅游发展状况和社会关
注度都与西递、宏村等作为世界遗产的古村落相去
甚远，旅游尚未成为、也很难成为影响大多数古村
落居民行为逻辑的作用力，毕竟在一个地区中，能
发展成大众旅游地的古村落数量极少而学者、媒体
作为外部力量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另外，文章也没有将“另辟新村”的政策手段
纳入分析，这是因为笔者在楠溪江的调研发现，另
辟新村也难以遏制古村落景观变迁的大趋势、难以
改变政府和村民的行为逻辑。

总之，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归纳出中国古
村落景观变迁的行动者类型框架，这一框架是对一
个小的社会单元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
一定适用于其它单位，但是这样的结论却可以用作
假设，也可以作为相关研究的比较材料，以后的研
究可以以此为参照，对这一结论进行证实或证伪，
以此获得真正科学的结论。

致谢: 感谢保继刚教授为本文修改提出的宝贵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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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Behaviors of Governments and Villagers on
Ancient Villages Protection and Landscape Changing:

A Perspective of Native Sociological Theory

WENG Shi-Xiu1，2，PENG Hua2

( 1． 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 Research，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275，China; 2． Centre for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275，China)

Abstract: To discover how ancient villages landscape changing and how to classify actors in the changing
process，and to find out the logic behind actors’behaviors，this paper investigated Furong Village，an ancient
village at Nanxi River Basin in Zhejiang Province，Chin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native sociological
theorries are adopted to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landscape changing． By these，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in
China，the rural society is a Qingli society ( reasonableness society) ，and Tianli ( reason and morality) ，Ren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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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vor) ，Mianzi ( face) are very important． The formal power is embedded in rural culture，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power，between governments and villagers，caused the landscape changing． Bor-
row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nation and society’，actors in landscape changing are divided into four
styles: the governors of counties，the governors of towns，the villagers who having Guanxi，and the villagers who
have no Guanxi．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the protecting policy，villagers think themselves as‘martyr’，as the
people who cannot achieve enough residential space，thus they occupied the highland of Tianli． By the displace-
ment of power，the villagers who having Guanxi can‘borrow’power from the person who are more powerful，
thus they can build up their new houses． The behavior of the villagers who have Guanxi influenced the villagers
withou Guanxi，who also try to build new houses，under the case that the governments restrict them，they can
say: “Other people can build up their new houses，why we can’t?”They also can take use of the governors＇
weakness such as destroying the tourist facilities，collective petitions and so on to make confusion and force the
governments to concess． And for governments，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moral image and the identity from vil-
lagers，the governors of towns donnot want to use violence，and in order to keep stabilization，the governors of
counties cannot tear down all the outlawed buildings． Once the behavior patterns of the governments are found
out by villagers，many villagers can build up their new houses． Thus，the ancient village protection policy did
not work． Thus，this paper induced four types of actors in the ancient villages’landscape changing，and each
types of actors’behavior logic are portrayed． Based on‘nation and society’binary framework，this article pro-
vides an‘Actor Typology’and a way of understanding to research Chinese ancient villages’landscape changing
under normal state，which can help policy-makers to design ancient village protection policy． In this typology，
stakeholders such as tourists，scholars and media are not included，because in most Chinese ancient villages，
tourism has not become to be，and very hard to become to be，the important influent factor of landscape chan-
ging． Also，in this typology，policies such as‘build new residential areas’are not considered，because the au-
thors found out that，such policies are hard to restrict the tendency of landscape changing and hard to change ac-
tors’behavior logic． In conclusion，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the simple，the best’，this typology eliminate
other types of actors，only include four types of actor，and it can just explain how the ancient villages’landscape
changing happens．

Key words: ancient village; landscape changing; actors typology; act logic; nativ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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